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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與跨媒介敘事想像： 
#MeToo 如何交織故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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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無所不在已改變了現今人們生活與致知的本質，國際新興傳

播理論「媒介化」（mediatization）正從歐陸向外湧動，以嶄新的視

野探看媒介化世界。本文爬梳近年陸續提出之媒介化理論概念，首先

述明媒介化概念如何朝向側重社會建構過程；其次說明傳播形定、深

媒介化與閱聽人化的概念流變；繼而以「#MeToo」為案例帶入跨媒

介敘事之閱聽人參與交互討論，最後試以詮釋媒介化如何引借敘事觀

點互相證成於新舊交融之深媒介化環境下的意義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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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故事猶如繞圈圈，並不以直線方式行進。因此，你最好在圈

圈之中聆聽。故事存在於故事之內，又在故事之間。追尋它的途

徑既容易又困難，正如找到回家的路一樣。（Metzger, 2007, p. 

49; as cited in Lambert, 2010, p. v）。1 

 
二十一世紀首個十年即將進入最後一年的前夕，擁有全球十億人

口的社群平台 Instgram 發佈 2018 年度報告，其中社群討論最多的社

會運動標籤為#MeToo——這個帶動全球反性騷擾的網路標籤，一年

內在 IG 帶動 150 萬次的標示（秦沛璇，2018 年 12 月 19 日）。這群

女性勇敢揭露各行各業普遍存在性騷擾及性侵的運動，藉由全球社群

軟體溢散傳布以及主流媒體接續報導，掀起「我也是」風潮，正如數

位敘事研究者 Lambert（2010）上述引文，猶如一個「故事圈」

（story circle）圍繞日常生活，鼓勵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 

此 種 藉 由 數 位 社 群 平 台 「 將 故 事 圈 在 一 起 」 的 連 結 性

（connectivity），正是當前深媒介化環境的趨勢之一（Hepp & 

Hasebrink, 2018），如前述的「#MeToo 運動」藉由大眾／社群媒介

等跨媒介平台，突破敘述者／閱聽人的二元分野，受害者得以轉化爲

行動者，在此「故事圈」接棒延續自我敘事動能，成為「沒有具體

『廣場』，也沒有具體『領袖』的社會運動」（張潔平，2018 年 8 月

8 日），不可忽略媒介在其中催化的作用。 

我們身處的世界已交織在無所不在的媒介織網與肌理之中

（Jansson, 2013; Silverstone, 1999），不僅改變人們致知的途徑，敘事

者、轉述者、閱聽人的疆界亦日益模糊難辨。媒介作為傳播的修正者

（modifier, Krotz & Hepp, 2013），已將我們當前傳播形式轉化為高度

連結於上述的「故事圈」，交融著面對面人際傳播、中介的人際傳

播、互動性傳播以及採取標準化內容的大眾傳播方式之接收／挪用等

混媒模式（Hepp, 2013a）。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之下，上述#MeToo 運

動所體現的敘事方式亦隨媒介與傳播之變而變。 

如 Couldry（2009）所言，媒介化概念始於「回應」新媒介科技

已構成無所不在的日常生活肌理，2 須以新的學術視角解開關於媒介

之「未解之謎」；媒介化既已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意義產製，因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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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媒介研究之產製／文本／閱聽人之不變三角（Couldry & Hepp, 

2013）延伸探索媒介化如何「與」社會互動。 

然而，媒介無所不在的特質以及伴隨而來的跨域效應，固然成為

歐陸媒介化學者致力學理創新之推力，亦構成理論與方法上的雙重挑

戰。正如媒介化此一新興傳播概念的定義所描述：一面是媒介與傳播

的變遷，一面是社會、文化脈絡變化的互動過程，值得批判性的檢視

（Couldry & Hepp, 2013）；當數位技術助長媒介超越時空的連結性與

社會互動，使得媒介化研究的核心議題更為複雜，須在概念化過程拓

展相應解答。 

首先，必需回應理論解釋力不足的批評。Deacon & Stanyer（2014, 

2015）直言，媒介化概念太過統攝且缺乏區辨力（discriminatory 

forces），容易落入「無差別概念」（a concept of no difference），以

致沒有什麼身處局外（mediatization has no outside）；再者，媒介化

研究欲處理媒介橫跨各個社會領域的串聯效應（Couldry, 2014） 勢必

得開展跨領域研究。Hepp, Hjarvard, & Lundby（2015）回應學界質疑

時提出，希望媒介化成為跨學科對話平台，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協

力，共同面對當代正在巨變的經驗。然而欲採取此種「媒介化與」

（mediatization and）的研究取徑，聚焦「媒介化與」其他社會建制互

動的形貌與過程（Deacon & Stanyer, 2015; Hepp et al., 2015），仍需要

持續深化理論與經驗實證，向傳播學門內外證成自身，方能達致期

待。 

進入數位化、資料化交織的媒介環境之中，即媒介化學者定義之

深媒介化年代（times of deep mediatizaion, Couldry & Hepp, 2017; Hepp 

& Hasebrink, 2018），人與資料如演算法互動連結而來的複雜性，加

劇建構理論與方法的挑戰。如 Lundby（2014）列為媒介化物質論者

Finnemann（2014）分析，3 當代文化逐漸披上數位形式，相應找尋與

使用資料的方式也大量採行數位搜尋，亦催生研究連結、超連結的大

數據分析等等新方法論。因此，方興未艾的媒介化研究正以 Jensen

（2013）視為觸敏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 Blumer, 1954）之姿推

動概念化進程；嘗試為深媒介化交織經緯萬端的經驗世界，提供學理

詮釋與實證方法上的解方。  

「傳播形定」4（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便是學群內重要論述

成果（Couldry & Hepp, 2017; Hepp, 2013a; Hepp & Hasebrin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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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p & Hasebrink, 2018）。此一承自社會學家 Elias「形定」而成就的

概念，將原本描繪社會文化如同賽局一般交織的動態過程，引入傳播

的視野。亦符應觸敏性概念特徵，作為接觸經驗證據的普遍性參考與

導引，「能夠被測試、改進以及精鍊（sensitizing concepts can be 

tested, improved and redefined）」（Blumer, 1954, p. 8）增益其自身的

飽滿；傳播形定概念持續向其他社會學概念借枝借火，如援引行動者

網絡理論的「保持社會扁平」（keep the social flat, Latour, 2007, p. 

159）作為方法學上參照（Hepp & Hasebrink, 2014, p. 266）；隨後

Couldry & Hepp（2017）提出深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概念，座

架於實踐理論之上，回溯 Schutz（1967）之《社會世界現象學》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觀點認為社會世界是有意義

的 建 構 ， 進 一 步 以 媒 介 為 建 構 的 物 質 基 礎 ， 發 展 物 質 現 象 學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取徑，探看我們經常習而不察地植根於

日常真實經驗之「生活世界」（ life world, Schutz & Luckmann, 

1989）。此種社會世界不僅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以日常真實

（everyday reality）為基礎、亦存在不同領域內在差異，而媒介更在其

中扮演顯著的角色。 

要探討社會世界的意義建構，不只追索個別形定，亦須包括複雜

的超個人行動者在內的「形定的形定」（figurations of figurations），

例如在社會運動中共享詮釋模式的的集體行動者或是企業等機構行動

者，必須關注其間的關係與意義的集合。Couldry & Hepp（2017）最

後歸結傳播形定具有相關性框架、行動者雲集與傳播實踐等三項特

徵，並且強調這三方面都本於意義的關聯（relations of meaning）。 

此種轉向探討意義與關係導引的形定連結，與晚近敘事社會學者

以敘事建構意義的洞見，亦出現對話可能。Herman（2013）提出「敘

事創造世界」（narrative worldmaking）的論點，一方面由文本提供線

索而建構「世界化故事」（worlding the story），二方面也連結個體

與集體生命經驗並創造意義的「故事化世界」（storying the world）。

亦即，在敘事建構意義的過程，既存有個體生命經驗的感悟，亦兼顧

社會氛圍的脈絡性（contextualization）。此種由故事創造之世界，猶

如形定取徑將媒介的經驗放回互為主體的生活世界一樣，消融了傳播

者、文本、閱聽人之間區隔的疆界。若將之接合深媒介化之傳播形定

視野，共同探索閱聽人經由媒介技術培力轉為行動者之意義共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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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應有助於釐清傳播形定之中，故事如何伴隨相關性框架導引意義

之關聯脈絡；並藉由揭示情感、故事與意義，協助解釋演算法如何促

成「形定的形定」連結之複雜動因。如此亦呼應「媒介化與」的研究

取徑，聚焦於「媒介化與」敘事形式之間互動而共變的過程。 

本文開頭所提「#MeToo」運動藉由故事與媒介連結為「故事

圈」的非典型敘事，正提供獨特的經驗事例，得以探看「媒介化與」

跨媒介敘事形式的變化，兩者如何相互證成於閱聽人以「敘事創造世

界」的開放敘事過程，同時揭示媒介與傳播改變以及社會與文化隨之

而變的媒介化特徵。從《紐約時報》與《紐約客》批露知名製作人

Weinstein 的性侵害與性騷擾的調查報導起始（Kantor & Twohey, 

2017.10.5），經由社群媒介推波助瀾，美國女演員 Milano 率先於推

特（Twitter）寫下「我也是」（MeToo），呼籲有相同經驗的人發聲

回應，短短兩天內出現超過 50 萬次推文，多達逾 60 萬人在 Facebook

發布該主題標籤（吳慕兒，2017 年 11 月 3 日）。閱聽人不僅由被動

接收轉為主動自述生命經驗，「故事」亦轉化爲開放的敘事過程，除

了跨越時空的潛質，亦需注意深媒介化所指涉，數位化結合資料化而

來的更深層建構方式（‘deeper’ level means of construction, Hepp & 

Hasebrink, 2018, p. 6）從而助長更複雜之「形定的形定」效應。 

由此案例探看「#MeToo」作為傳播形定在臺灣之意義建構過

程，本文企圖朝向兩個研究方向：（1）視媒介化為觸敏性概念，引

借「敘事創造世界」等敘事理論概念為媒介化研究提出對策，藉此回

應外界批評媒介化概念太過統攝性，須從抽象概念階梯向下移動的建

議（Deacon & Stanyer, 2014）；（2）以大數據分析方法洞悉社群平

台背後未察覺之連結樣貌，據此解決數位化與資料化促成深媒介化環

境下，存在於個人行動者與演算法的互動帶來研究方法上的挑戰

（Lohmeier & Böhling, 2018）。 

此一新興傳播研究新取徑，近年國內相關研究亦逐漸起步。先行

者如唐士哲（2014a）首先辨明「中介」與「媒介化」的認識論意

涵，並以「媒介邏輯」概念探討臺灣政論節目之政治媒介化的現象

（唐士哲，2014b），兩篇論文分別從概念與實證上將新興傳播概念

帶入本地傳播研究視野，發表時間與國際傳播學刊 Communication 

Theory 以「媒介化」為主題的專論幾乎亦步亦趨；繼而曹琬凌

（2015）以在臺灣社會造成巨大擾動的首部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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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帶入媒介化之制度論與建構論的雙重視角。亦在此時，國際間

對媒介化概念是否為浮而不實的「概念花車」展開兩輪學術論辯

（Deacon & Stanyer, 2014; Deacon & Stanyer, 2015; Hepp et al., 

2015），傳播學者方念萱（2016）剖析正反論據並與本體論與認識論

上相近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對話，擴展學思交流與撞擊的縱深。 

隨後連續兩年發表的博士論文如《守住泰雅的聲音：司馬庫斯的

媒介化故事》（曹琬凌，2017），以及《嘻哈中國：媒介化視野下的

次文化研究》（唐樂水，2018），分別以部落百年來的媒介化過程以

及中國的嘻哈文化如何經過歷時性的三波動媒介化，而「由地下走到

地上」；從一個遙遠部落的文化傳承到遼闊中國的次文化命題，二者

研究對象規模殊異，卻均具有高度的在地獨特性。同時，媒介化的理

論視角亦探向社會運動領域，如陳品丞（2019）研究「社會運動的媒

介化」將媒介化接合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社會運動理論，探討 2018 年

臺灣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爭議。惟相較於國際傳播學界自 2013 年起

大量出現專著、專論，積極為媒介化理論建制化之努力，台灣本土性

論述仍屬起步階段。 

從宏觀的社會文化、中觀的機構建制、到微觀的日常實踐，新媒

介科技已翻轉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傳播學者翁秀琪（2011）探討

「什麼是蜜迪亞」時指出，置身此種媒介生態之中，上一世紀主導媒

體研究的關鍵字，「雖不能完全被取代，確實已經不夠用」（頁

58）。本文因此以國際新興傳播理論思潮為起點，首先述明媒介化概

念流變之中如何側重社會建構過程；其次說明傳播形定、深媒介化與

閱聽人的概念流變；繼而思考閱聽人如何參與而帶入跨媒介敘事觀點

的交互討論，最後探討#MeToo 在臺灣的跨媒介意義建構，希冀達成

拓展在地媒介化研究之概念詮釋性與經驗實證性之雙重目的。 

 

貳、媒介化概念流變 

對英語系的學者來說，「mediatization」一詞毋寧有些彆扭，且

因研究文獻多出於非英語系語言，限制學群外的理解程度。大量研究

成果集中在 2013 年後轉譯為英語，標示著以歐陸為主的國際傳播學

界推動「媒介化」理論建制化的努力，在知識系譜上被視為媒介理論

的主要翻修、次要的補充或是註解（Jensen, 2013），亦承續媒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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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Couldry, 2004）、以及中介（Mediation）研究（唐士哲，

2014a）。 

 
一、以媒介化探看社會互動 

Livingstone（2009）曾經嘗試語義上的歷史探討，回溯十九世紀

德國法律關於「mediatization」的定義，發現此詞曾經描述拿破崙

「兼併」（mediatized）神聖羅馬帝國，由此分析今日媒介在社會中

的角色，不只是「中介」，而是已經透過「媒介化」（mediatizing）

整併相當大部分權力，使政府、教育、教會、家庭等舊有權力機制納

入從屬。如 Hjarvard（2008, p. 13）對於媒介化的定義：「今天這些機

制已經失去過去的權威，媒體已經在某種程度取代它們作為訊息提供

者與道德定向的角色。於此同時，媒體也已經成為社會中最重要的敘

事者。」因此，平行對照「mediatization」在拿破崙時代兼併的意涵

與近代意義，似乎可以理解，一個從拿破崙到梅鐸的兩百年歷史。 

上述語義探源具體而微地點出媒介化概念起始；其中瑞典學者

Asp（1986）最早提出政治生活媒介化的概念（Hjarvard, 2013），亦

首先引入媒介邏輯（media logic, Asp, 1990）。他認為，理解媒介在社

會中的角色須考慮市場、意識形態、以及圍繞在媒體產製過程的規範

系統（systems of norms）；而第三個層面 Asp 言明就是 Altheide & 

Snow 稱之「媒介邏輯」（Hepp, 2013a）。 

若用最寬泛的視角解釋，媒介生態學派如 Innis 的傳播偏倚以及

McLuhan 的媒介論述多少帶有媒介邏輯的隱涵義（Krotz & Hepp, 

2013），但真正提出媒介邏輯一詞的是 Altheide & Snow（1979），當

時傳統社會科學熱衷分析媒介效果的各種獨立「變項」，而忽略媒體

如何影響整體文化生活。因此他們認為，要理解媒介角色，須探問媒

介如何成為「傳播形式」（form of communication）轉換我們對於社

會的認知與詮釋。正如一套默識規則，媒介邏輯指涉在特定媒體中建

構訊息的假定與過程，包括報導的節奏（rhythm）；訊息建構的文法

（grammar）；以及定義、選擇、組織、呈現訊息的格式（format），

又特別強調格式的重要性（Altheide, 2004, p. 4）。 

但正如 Kuhn（1962）描述典範轉移前的前科學時期，由媒介邏

輯先導而來的媒介化概念亦現多典範競爭之勢。被歸為制度論主要概

念之媒介邏輯，其「單一的」、「線性的」特點尤啟爭議（Coul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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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Lundby（2009a）認為，Altheide & Snow 將媒介邏輯化約為

傳播格式（communication format），因此難以將媒介變化連結到更廣

闊 的 社 會 理 論 ， 建 議 應 回 歸 提 出 「 形 式 」 概 念 源 起 的 Simmel

（1908）所言之社會形式（social form），聚焦在社會形式導引出社

會互動，由此關注媒介化與社會場域互動，以掌握媒介化的內在運

作。 

Krotz（2018）更根本地主張，媒介邏輯與媒介化研究兩者不可

共量。因為前者發展自大眾媒體建制下解釋政治傳播與民主的概念，

適合用於分析電視的影響力與權力，以及人們由此而來的資訊思考與

知覺方式；但目前大眾媒體已非唯一媒介，須考量更多不同且複雜的

媒介形式，特別是人際與互動的傳播。他因此認為，只談媒介邏輯並

非合宜的媒介化研究，有必要提出其他的措辭。 

正由於當前媒介環境日益複雜，將媒介化視為類同於全球化

（ globalization ） 、 個 人 化 （ individualization ） 、 商 業 化

（ commercialization ） 等 概 念 之 後 設 過 程 （ meta process, Krotz, 

2007）、或媒介形塑力（moulding forces, Hepp, 2013a）、傳播形定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Couldry & Hepp, 2017; Hepp 2013a; Hepp 

& Hasebrink, 2014; Hepp & Hasebrink, 2018）等概念相繼而起，均以社

會建構論的認識論取徑，探問與媒介的相互作用下之「社會」如何可

能。 

「媒介化」嘗試以嶄新學術視角解答新的媒介經驗現象，甚至討

論是否為媒介與傳播研究的典範轉移（Livingstone, 2009; Livingstone 

& Lunt, 2014），儘管各概念措辭不同卻日益朝向側重探看社會互動

過程。不僅如 McLuhan 所說「媒介即訊息」將「媒介」置於認識論

主體，如唐士哲（2014a）歸納，媒介化概念有助於觀察媒介之社會

性格。方念萱（2016）審視相關論辯之後，亦點出媒介化重點正在於

「化」，必須以整體觀之，分析並掌握不同媒介整體如何涉入文化與

社會的持續改變與建構，從而關照媒介傳播與文化社會如何「與其共

變」。 

 
二、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共存 

Hepp（2013a）歸納媒介化研究有兩項傳統：由媒介邏輯先導而

來之「制度論」與繼起之「社會建構論」，但近年兩項傳統不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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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也向彼此靠近（Couldry & Hepp, 2013, p. 196）。兩者均關注長期

過程，只是前者分析高度現代性之媒介飽和時代（Lundby, 2009b; 

Hjarvard, 2013）；後者從人類使用媒介為起始（Krotz, 2007; Fornas, 

2014）；都著重批判性分析傳播與媒介與社會與文化改變之相互關係

（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13a; Krotz, 2018）以及媒介化帶來量

化（時間、空間、社會面）與質化改變（Hepp, 2009; Hepp, 2013a; 

Hepp, 2013b）。 

若從立論背景脈絡來看，兩項傳統約可依電視時代的大眾傳播或

數位時代的社群人際傳播加以劃分，形成不同認識論起點；但也由於

新舊媒介日益匯流為鑲嵌式傳播（Jensen, 2013），看法也逐漸融合。

如首位將媒介邏輯引入媒介化的 Asp（2014）論稱，電視時代雖是發

展媒介化的背景，但隨著新媒體整合為政治建制的一部份，生活世界

的媒介化才剛開始。他認為，媒介化理論在網路時代仍是重新思考媒

介權力（media power）的最相關取徑與工具。雖然用「權力」

（power）指涉從媒介的而來之「力」，卻同時考量影響力（impact 

power）與適應力（adaptation power），視媒介化為雙向社會學習，

在此過程中存有媒介化的「螺旋結構」，並且此螺旋狀結構讓適應過

程很明顯是動態的，亦以培力的（empowered）角度看待閱聽人： 

 
媒介作為一個建制所擁有的權力增加後，會產生一個重

要的效應是培力公民（empowered citizenry）增加。因為顯

然媒介化政治已經不是傳統政黨政治，在高度媒介化政治系

統中，公民作為閱聽人能夠施行更大的影響力。換句話說，

媒介化政治導致的是閱聽人民主（audience democracy），其

中公民作為閱聽人現身，對由媒介所呈現的政治行動者做出

反應（Asp, 2014, p. 365）。 

 
此種將媒介權力視為雙向的觀點，與社會建構論學者 Hepp

（2009, 2012, 2013a, 2013b）提出的「形塑力」概念若合符節。Hepp

以一種中間位置（in-between position）審視權力；不只看單一的媒介

邏輯，而側重於理解媒介與文化之間的變動關係（Hepp, 2009）。他

進一步構連 ANT（Actor-Network Theory, 行動者網絡理論）以及參

照 Williams（2003）從科技與文化的雙重視野看待媒介等概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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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塑 力 」 一 詞 描 述 媒 介 在 傳 播 過 程 施 加 的 某 種 「 壓 力 」

（pressure）。但作為傳播的建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s）與物化

（reifications）之媒介化過程，卻非由「物質結構」產生的直接效

果，乃是藉特定傳播形式、在不同中介方式中才能成為具體，因此聚

焦包括人類實踐或行動之轉換過程的多元脈絡。 

此種由各種「力」（forces）所構成的競爭場域，未必全然意味

「媒介邏輯」已宣告終結。如 Hjarvard（2013）論稱，僅單方面強調

社會互動，否定「媒介邏輯」概念，往往模糊了如何掌握媒介特質的

問題焦點。換句話說，若排除媒介屬性與其本身的動能，只將媒介特

性消融於情境性社會互動之實踐中，恐有陷入謎團之疑慮，也無法回

答問題。「媒介邏輯」的概念仍提醒著，研究者必須進一步理論化地

理解媒介特質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聯。Livingstone & Lunt（2014）也

認為，詞性上轉為複數的媒介邏輯（media logics）是媒介化三個理念

型解釋之中理論最強項。5 

進入數位敘事時代朝向去中心化的媒介實踐之中，媒介邏輯的慣

用手法 （modus operandi）如新聞產製標準以及特定文類採取的敘事

形式（Hjarvard, 2018），正以為其他複數的、新舊媒介混種方式運作

成為多樣性媒介邏輯（Thimm, Anastasiadis, & Einspänner-Pflock, 

2018）。Schrøder（2017）亦提出「閱聽人化」（audiencization）的

概念，延伸 Hjarvard（2016）的複數媒介邏輯模式，從原本技術、美

學、建制等三重層面，再納入「閱聽人動能」（audience dynamics）

而形成閱聽人邏輯。凡此種種，可見媒介化兩項傳統在概念化進程趨

向社會建構取徑發展，嘗試提出因媒介本體論改變之認識論相應之

道。 

 

參、傳播形定、深媒介化與閱聽人 

進入建構論取向的媒介化視野，正回應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學命

題——假設社會是中介而來。Couldry & Hepp（2017）合著的《中介

的社會真實》一書，以物質論之現象學取徑，上承 Schutz（1967）之

《社會世界現象學》以及 Berger & Luckman（1966）的知識社會學，

並接軌 Williams（1980）之文化物質主義脈絡，重新探究社會建構的

本質，以理解「深媒介化」年代（an age of deep mediatization）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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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建構。傳播形定的概念化亦由之前汲取 ANT 方法而朝行動化（方

念萱，2016），進一步接合 Schutz 的現象社會學之後轉向關注意義建

構。 

 
一、傳播形定概念的流變 

Hepp（2009）最初以形塑力替代媒介邏輯，惟其後受訪指出，此

概念作為描繪媒介影響力的隱喻，目的在於探看背後社會過程中傳播

如何關連著媒介交織出社會真實（Nowak, 2017）。這也意味著，由

「形塑力」過渡到「傳播形定」以探看媒介化運作的機制。其後相關

著作較少引用形塑力一詞，如 Couldry & Hepp（2017）以「形塑」

（moulded）來描述傳播實踐過程之媒介化作用（p. 33, p. 170, p. 173, 

p. 203）；Hepp & Hasebrink（2018）專章討論傳播形定時亦以「形

塑」來描繪媒介化的作用（p. 28）。 

Hepp（2013a）提出傳播形定時曾指出，希望以操作化研究「幫

助分析跨越各樣不同媒介之特定媒介化世界（變遷的）傳播建構」

（p. 622）。然而，當媒介化世界日益複雜，他與 Couldry 進一步以

「媒介流形」（media manifold）描繪此一社會本體為「一個由多樣

數位媒介連結的大型『宇宙』（universe），在裡面我們於各種形定

中實化社會關係」（Couldry & Hepp, 2017, pp. 34-35）。此詞不僅呼

應提出實踐轉向的學者 Schatzki（1996）描述：「連結實作與言說從

而構成實踐的流形」（the manifolds of linked doing and sayings that 

compose practices, p. 131），更看重與媒介共存的日常實踐中，因為

某種制度性相互依賴而創生的獨特社會複雜性類型（a distinctive type 

of social complexity），如社群平台背後的演算法交織人與技術的互動

即是一例。在認識論上，他們承繼社會學家 Elias（1978）提出的「形

定」（figurations）提出「傳播形定」。 

Elias 提出形定以及過程社會學的概念，主要是針對社會學「靜

態」發展想像的反動，認為人類社會具「可變性」，強調交織網絡的

圖像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如幾個人的交談、幾群人組成的社團、甚至

城邦、國家等不同層次關係而形成的交織體。這些相互依賴的個人組

成「形定」，需從過程的角度觀看其變化（張敦為，2009）。好比球

賽或是撲克牌等賽局，個人、社會之間不是對抗的，而是交織的過

程；個人多少帶著某種穩定性的規則而互動，因而產生某種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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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1978）。Couldry & Hepp （2017, p. 63）因此認為「形定」概

念的根本在於相互依存之互動，並且標示著某種權力均衡。而形定的

邊界由其中的人與人相互關聯之社會實踐產生的共享意義來界定，例

如家庭、同好社團、社會運動倡議等等。 
Elias 的思想把我們帶入包括過程、交織化關聯、無意圖性、強

制力、賽局模型等等社會學式的思考。在此概念下，權力均衡已由傳

統的「攻防雙方」成為多層的賽局群體，進而相互依賴而建構出一種

關聯與秩序（Elias, 1970／鄭義愷譯，2008）。由此，媒介化學者進

一步概念化「傳播形定」（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轉而關注：第

一、交織的相互依存與互動；第二、行動帶來的可變性；第三、考量

權力關係以及整體的意義，同時，也因共享的意義而設立邊界。 

他們將傳播視為意義建構的實踐，於此引進 Schutz（1967）的現

象社會學視野，思考社會世界建構如何變得有意義。Schutz 認為是社

會關係建構廣大世界，將社會世界區分為「直接經驗的社會實體」

（Umwelt）以及「同時代人世界」（Mitwelt）。前者由個體直接經

驗的實體夥伴（consociate）而來；後者則轉移到社會經驗，由間接接

觸而來。早在 Schutz 提出此論的 1930 年代，他便比較面對面與透過

電話、信件等經由第三方媒介等溝通經驗，呼籲研究「接觸情境」

（contact situations, p. 177），亦即關注媒介物質性差異如何轉化人們

對於意義的理解與行動導向。 

進入以媒介為基本相互依存性的深媒介化年代，媒介化理論家進

一步提出物質現象學取徑，將傳播形定由四個特徵整合為三個面向：

行動者雲集（constellations of actors ）、相關性框架（ relevance-

frames）、以及傳播實踐（communicative practices），分別定義為：

（1）作為傳播形定結構基礎的行動者雲集意指個人與其他個人關

聯、溝通的網絡；（2）相關性框架作用在於導引傳播形定實踐的組

建，此些框架決定議題（topic）與特質（character）；（3）與其他社

會實踐交織的傳播實踐，乃是透過一個媒介整體（media ensemble）

交織而組成（Hepp & Hasebrink, 2018, p. 30）。藉此跨媒介（cross-

media）、過程導向（processual）、中觀層次（meso） 的取徑，以理

解社會領域之建構，亦掌握深度媒介化中之轉型中的傳播。 

對照於 Elias 始初概念，「相關性框架」被視為是最具原創性，

特別合用於處理流動、去疆界及相互關聯的傳播形定過程，不至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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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連結於任何人，任何事也連於任何事」的漫無邊際

（Kuipers, 2018, p. 429）。Hepp & Hasebrink（2014）解釋「相關性的

框架」中的「框架」，不同於媒介與傳播領域的「框架分析」，而是

回到 Goffman（1974）的框架構念提供一個互動情境的理解，如教室

情境就是一個框架；而傳播形定亦有特定的主題框架（ thematic 

framing）透過傳播形式、媒介整體與行動者雲集建構「意義的整體」

導引進行的程序與認知。但此種形定是變動且不穩定的，例如形定中

的媒介整體增添某項新科技，可能因此改變此形定，產生新的媒介需

求，轉化亦隨之而來。 

要理解此種人與媒介物質性交織的複雜性（complexity），

Couldry & Hepp （ 2017 ） 提 出 「 形 定 的 形 定 」 （ figurations of 

figurations）作為研究深媒介化的概念基礎。他們認為，在深媒介化

的「媒介流形」中，複雜而多面向的社會世界由兩個獨特原則來界定

量尺（scaling），一是經由形定之間的關係，二是透過形定之間具有

意義的安排（the meaningful arrangement of figurations），即前述由共

享意義而設定邊界。形定之間的關係可能透過直接接觸，或是透過建

構「形定的形定」而產生關聯；也就是，某一形定之中行動者參與其

他的形定，猶如 Castells（2009）指稱的「切換器」（switchers）連結

不同網絡，其原因有些來自於權力，有些則產生於共享的相關性框

架。此種「形定的形定」若涉及集體以及機構行動者，關聯就更複

雜。因此，要分析形定的相互關係，必須關注行動者雲集如何實踐，

以及如何產製共享的意義關聯。 

KannengieBer（2018）以傳播形定研究緣起於荷蘭並盛行於西歐

與北美的維修咖啡館（Repair Cafés），結合批判的消費者媒介實踐理

論探討如何將修東西——此種舊的實踐方式轉為新的公共行動之文化

轉型（cultural transformation）。其中，每一個維修咖啡館都是一個傳

播形定，需分析行動者雲集以強調異質的人們如何牽涉在內及其不同

的認知模式，如組織者、志工、參與者各自不同的背景；相關性框架

則聚焦探問為什麼要參與？為什麼修理壞掉的媒介科技產品？以理解

人們有意義的參與過程及其主題；維修舊物的傳播實踐方面，不只修

復物本身就是媒介科技，也透過「在一起」（together）而實踐。從而

人們不只改變其媒介實踐（不追求新科技產品）同時也促成朝向維修

文化（culture of repair）的文化轉型以及促成更為永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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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nengieBer（2018）進一步分析包括組織者、志工、參與者等

三類異質的行動者，藉此觀察維修咖啡館之傳播形定的性別構成。從

個案研究中發現，有三個在地組織者主要為女性，一個是大學教師、

一個來自城市的退休婦女志工團體、一個是女性藝術家，結果發現志

工類的行動者出現顯著性別分工——絕大多數由男性負責硬體技術維

修，女性則修復織品（textiltes）。在此我們或許可以追問，組織者來

自退休婦女志工團體的個別形定，是否因連結於女性組織而構成「形

定的形定」效應，帶進更多女性參與此項利他性質、但原以男性為主

要志工的科技實踐行動，這是此研究並未言明卻可待觀察之處。 

傳播形定這三層概念開展，Kuipers（2018）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理

論假設。它看待社會生活是相關的、過程的，意義也由此建構、浮現

並且互動。但若將知識系譜推回 Elias 的概念起點，他主張應看重權

力均衡，方能更合用於流動的、交織的、複雜的分析。綜合上述探

討，我們可歸結一個向現象社會學轉的傳播形定取徑，其中意義建構

既為導向的框架，也是行動者雲集成為網絡的理由，並且透過傳播實

踐而來。 

 
二、深媒介化與閱聽人化 

以媒介之物質現象學看待社會真實建構的論點存在基本假設：傳

播行動是社會建構的根本過程（Knoblauch, 2013），因此需要理解社

會世界如何由媒介基礎性地交織而成。學者用深媒介化來說明媒介鑲

嵌於社會實踐的空前的程度： 

 
數位媒介與資料驅使之基礎建設與傳播，已成為當今日

益倚賴的社會介面。這意指深媒介化時代社會被建構的方

式，這些要素與建構磚瓦在社會的感知上變成其自身，乃是

透過科技為基礎的中介過程。因此，我們透過現象學方式理

解的世界，無可避免地與這些限制、能供性、權力關係交

纏，而這些限制、能供性、權力關係都是媒介作為傳播基礎

建設的特徵（Couldry & Hepp, 2017, p. 7）。 

 
易言之，所謂「深」（deep）正意味著，我們日常生活越來越深

度依賴著數位科技為基礎的傳播媒介（如整日不離的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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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數位化背後產生的大數據亦深化社會真實的建構（Hepp, 

Breiter, & Hasebrick, 2018 ） 。 此 種 轉 型 中 的 傳 播 （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之研究問題本質，不只是「效果」，而是雙重的辯證

關 係 ： 一 面 是 媒 介 的 能 供 性 （ affordance ） 與 特 質 （ specificities, 

Hjarvard, 2013）；另一面則透過傳播實踐的建制化促成並加強而來

（Hepp, 2013a）。 

Andersen（2018）主張從搜尋引擎、演算法、資料庫作為理解深

媒介化的方式，因此三項技術已嵌合在許多社會與文化實踐中。例如

演算法成為我們知道「有什麼可以知道」與「如何知道」的一種工具

（Gillespie, 2014）。對於理解我們搜尋之物的方式而言，演算法是強

而有力的形塑者，透過點讚、標籤、連結與發文來計算什麼是熱門、

潮流與大部分人都在討論的事物（同上引，p. 267）。反過來說，我

們搜尋、點讚、標籤也透過演算法聚合、監控，成為預測未來行動的

線索。以此來看轉型中傳播行動，不可忽視演算法成為建構、中介我

們對於社會真實感知的方式。 

如此思考「閱聽人」的角色，不僅接收位置由被動而轉化為主

動，亦帶入「閱聽人」認識論的質變。Schrøder（2017）認為，媒介

化理論發展未充分考慮閱聽人的實踐，因此提出「閱聽人化」

（audiencization）的概念。他將媒介化過程中的「閱聽人」重新定義

為「參加或參與（attending to or engaging with）媒介的個體或團體，

在媒介技術裝置與符號內容的雙重構連之中，這些個人或團體透過此

參與能力，在媒介景觀中於參與者身上施行權力（exerts on power on 

players）」（Schrøder, 2017, p. 89）。 

因此，「閱聽人」在當前媒介化社會中，有能力以社會行動者之

姿在多模態的過程中參與、協商有時由媒介建制啟動的意義行動。

Schrøder（2017）將「閱聽人化」概念延伸 Hjarvard（2016）的複數

媒介邏輯模式，從原本技術、美學、建制等三重層面，再納入「閱聽

人動能」（audience dynamics）；換句話說，閱聽人在這個過程中是

形成（formative，中間促成）的角色，並且透過它，媒介建制在媒介

化過程中成為廣大社會文化變遷的驅動力量。此觀點從 Hall（1973）

提出的製碼與解碼在文本層次對於霸權媒介論述的能供性，位移到制

度性層次的複數媒介邏輯（media logics），媒介雖擁有制度性權力並

具有優越的推進力，在廣大社會卻遭遇到閱聽人主控、協商、對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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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並形成「閱聽人邏輯」，進而互動出由下而上的廣泛效應。 

若再考量深媒介化關注如搜尋、演算法、資料庫等方式，「閱聽

人動能」更趨複雜。Andersen（2018）認為，演算文化讓我們理解傳

播行動結構中的改變是如何深度關聯於媒介化的過程。我們與文化批

評、公共名嘴、記者等等這些事物的互動逐漸被自動化、計算與資料

決定而鑲嵌著演算法的傳播形式。如同 Beer（2013）所說的「文化發

現我們」（culture-finding-us），說明數位媒介一方面培力，一方面也

透過資料運算「施壓」的辯證過程；以資料形式出現的「閱聽人化」

回過頭來影響進一步的參與。 

 

肆、個案分析：#MeToo 運動之媒介化敘事過程 

#MeToo 運動恰是深媒介化背景下的獨特實踐場域，透過數位社

群平台與傳統媒體交纏的傳播形定，跨域草根性串連成為媒介化的敘

事過程。以下將以此展開解釋性個案探討，首先從跨媒介敘事之閱聽

人角色轉化帶入討論，繼而解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發現。 

 
一、閱聽人參與之再思考 

如 Lundby（2008）探討數位敘事與媒介化故事時提到，藉由使

用者產製（user-generated）的媒介實踐，人們得以利用數位工具訴說

自己的故事，掌握由下而上（bottom-up）的行動潛力。此種敘事過程

將故事實存之角色、場景、情節去中心化，加上社群媒介推波助瀾，

打破時空疆界轉化為媒介化之「故事圈」。 

進入深媒介化由數位科技交織的社會本體之中，閱聽人的角色已

隨之而變——因為數位媒介的隨時與可近用性，挪動過往被動接收位

置，得以再述、分享、參與、甚至進而成為創用者（prosumer, 

Scolari, Bertetti, & Freeman, 2014)。也就是，新媒介環境已然轉化敘事

本質與過程，「故事」也成為共創的本體。此種作者/閱聽人之間日益

模糊的邊界與雙向互動關係，可以理解為何 Jenkins 從探討粉絲的

「參與文化」、「聚合文化」的思路，進而提出「跨媒介敘事」

（transmedia storytelling）的洞見。他用「聚合」（convergence）一詞

關連著媒介聚合（media convergence）、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和集體智慧（intelligence）三個概念，認為無論媒介設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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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何高度精密而複雜，仍須透過每個人的頭腦、透過與他人之間的

社會互動才得以實現（Jenkins, 2006, pp. 2-3）。 

此概念提出的十年後，Jenkins 反思雖然有人批評聚合文化「似

乎把整個新媒介領域看作放大了的粉絲圈」（Jenkins, Ito, & boyd, 

2016, p. 3），但從歷史的角度看，粉絲們正是最早開始利用新媒體將

分散不同地區但具有相同興趣的人共同組建並進行溝通的群體之一，

亦是形塑現代參與文化的重要元素（同上引）。從當前「臉書粉絲

頁」匯集多樣而分眾的各種同好團體來看，「放大了的粉絲圈」非常

貼近我們的日常媒介實踐，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某種人物、觀點、節目

或是議題的粉絲，網路社群媒介真實擴大了「參與文化」。 

粉絲文化不只化約地限於宅男、迷妹，其實關乎意義的參與甚至

世代的記憶（Fraade-Blanar & Glazer, 2017／許恬寧譯，2017）。東浩

紀（2001／褚炫初譯，2012）筆下的御宅族文化已由「故事消費」走

向「大型非敘事」的「資料庫消費」，例如在電子小說遊戲中，前者

把作品表層（劇情）的萌要素（如不治之症、前世的宿命、沒有朋友

的孤單女孩等）加以組合達到情感上的滿足；後者則將作品加以解

體，還原至資料庫，期待創造全新的擬像增值作品。他認為，後現代

社會主體的結構特徵在於人類不僅因擬像對小故事產生欲求，也因資

料庫對大型非敘事產生慾望，並且兩者之間離散共存。這也意味，後

現代主體不僅是被動消費者，同時也透過資料庫成為故事世界的創用

者。 

如果以傳播形定概念探看此種複雜敘事過程，粉絲圈也可視為某

種形定，涉及形定內外的「歸屬」與「權力」，並藉由媒介實踐而建

構出來。由認同而來的「歸屬」可能單純來自情境性意義，如 Elias

指稱一場遊戲中，一般性互動中共享的傾向成就情境性之歸屬感、儀

式之中共同化體驗，或是事件中情境性的參與感。而當代要感受形定

的情境意義是高度倚賴媒介的，數位科技促使線上集結成為新的形

定，在此之中產生密集的情境歸屬感（Couldry & Hepp, 2017）。 

形定之內的參與及互動，亦涉及經典敘事學者 Chatman（1978, 

pp. 41-42）在探討故事與話語時，論及因「讀出」（reading out）可

能溢出文本之外的開放性；他認為，故事並非獨立於讀者（閱聽人）

之外的客體，乃是浮現於讀者意識的過程；閱聽人不只簡單地「讀」

（reading）其表面，而是「讀出」——「從表面到深層敘事結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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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p. 42），本身即是一個深刻的文化過程。藉由「讀出」，從文

本 的 表 面 或 表 現 層 次 滲 透 到 更 深 的 敘 事 層 次 ， 因 此 由 層 次 內

（intralevel）進入層次間（interlevel）；從一個媒介到另一個媒介的

敘事轉換是可能的，主要就是因為能夠「讀出」同一套事件與實存。

即 Chatman 描 述 故 事 （ story ） 的 兩 個 面 向 ， 包 括 （ 1 ） 事 件

（events）——行動（actions）、事故（happenings）；（2）實存

（existents）——人物（characters）、背景（settings）。 

在當代媒介化環境中，人們難以避免地沈浸於跨媒介之生活日常

中，也愈來愈仰賴媒介之間彼此相關的「多重媒介」（ploymedia, 

Madianou & Miller, 2013）；甚至 Schrøder（2011, p. 5）形容「閱聽人

天生就是跨媒介的」（Audiences are inherently cross-media）。因此，

對於任何事件、故事的接收與理解都有賴浮現於閱聽人意識之跨媒介

深層「讀出」。若延伸此概念的隱涵義，正標示閱聽人的關鍵地位—

—因爲閱聽人的「讀出」，使得關乎意義連結之社會脈絡、認同、詮

釋都成為構成故事世界的必需。 

藉此也進一步進入 Herman（2013）「敘事創造世界」（narrative 

worldmaking）的視野，以「世界化故事」與「故事化世界」兩面取

徑連結個體與集體生命經驗並創造意義。這兩面取徑：一方面使用文

本線索（或能供性）探索故事世界（世界化故事）；另一方面探討故

事世界建構經驗的意義，特別是在人們的行為上（故事化世界）。

Herman 透過後者強調意義建構活動（sense-making activities），「因

此能夠區分脈絡，在其中故事提供一個詮釋自我與他者行為的關鍵資

源⋯⋯故事提供豐富意義建構的有力資源，允許其繼續接合其意圖、

渴望以及人的經驗，或更廣泛地說是智能主體（intelligent agents）」

（p. 255）而由故事促成之「智能主體」加上數位媒介的隨時與可近

用性，正是「#MeToo」轉化爲全球性運動的兩項背景成因；亦即，

故事與媒介。 

回溯「MeToo 運動」此一非典型的故事開端，首自 2017 年 10 月

《紐約時報》與《紐約客》揭露知名製作人 Weinstein 性侵害與性騷

擾，挑戰好萊塢金權與父權構連下的霸凌體系（閻紀宇，2018 年 4 月

17 日）。跟隨「#MeToo」運動、勇於打破沉默揭發性侵或性騷擾事

件的一群人，亦獲選當年《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Dockterman, 

Edwards, & Zacharek, 2017）。從故事源起與流動的架構來看（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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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蔡琰，2017，頁 5），以報導揭露性侵醜聞，仍屬現場當事人講

述（敘／自述）、第二手（如目擊者之轉述／他述）、第三手（如記

者之再述）、最後成為故事（新聞報導）。但是，女星 Milano 於社

群媒介呼籲全球受害者挺身而出的「MeToo」短文，卻將原有傳播形

定帶入開放、流動的敘事，促動「互文」（intertextuality）（臧國

仁、蔡琰，2012）與「互媒」（intermediality）（石安伶、李政忠，

2014）的交織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網路社群提供閱聽人參與的媒

介物質基礎，促成越來越多「閱聽人」接合其受害經驗，以「敘事創

造世界」成就這場全球性社會運動。 

如 Schrøder（2017）定義「閱聽人」強調「媒介技術」與「符號

內容」雙重構連的參與能力，數位媒介促成的連結性以及前述

Herman（2013）所言的故事資源聚合而成的閱聽人動能，不可忽略深

媒介化之下由演算法而來的影響。於此再思考「閱聽人」參與的傳播

形定，很難掌握各個形定以及形定的形定之間治絲益棼的連結全貌，

這也構成應用於經驗研究的方法挑戰。Lohmeier & Böhling（2018）

探討傳播形定的研究方法時提醒注意 兩項層面：包括因為跨媒介平台

（cross-media）的本質而必需採多重方法收集資料；以及需要設定疆

界（defining boundaries）亦即研究誰、研究什麼，如誰在形定內以及

網路促成形定之形定的建構。他們以研究在美國的古巴社群為例，認

為此種碎裂的、異質的、離散的又強連結於分散世界的離散群落，適

合採用傳播形定取徑為概念工具，行動者雲集、相關性框架以及傳播

實踐等三個特徵提供詮釋方向；同時因研究對象超越傳統單一田野的

限界，Lohmeier & Böhling 建議，融合大數據（big data）方法為有意

義的嘗試。 

 
二、研究方法 

#MeToo 運動既由網路促成，因此本研究在方法上納入 Lohmeier 

& Böhling（2018）建議之大數據資料，以掌握深媒介化下之傳播形定

經由數位化與資料化而來的連結關係。依數據蒐集、數據集成與去

蕪、數據分析、數據解讀等四個主要階段進行，探討節點之間的關聯

與文本的流動（江亦瑄、林翠絹、康力平，2016）。援用網路社群監

測與議題分析工具 QSearch Trend 為輔助，6 以「#MeToo」為關鍵

字，設定台灣為範圍，從入選《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之時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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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擷取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以及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之兩個整年資料，在經過數據集成與去蕪的資料中，進一步分析

與解讀數據。如宋世祥（2016）指出，從大數據（big data）中找尋

「厚數據」（thick data）的線索；再以敘事分析的精神，以情節化或

情節賦予的方式創造意義（蕭阿勤，2012）進而闡釋數據，以揭示情

感、故事和意義。 

此場運動在美國起始推特，但本研究在台灣的脈絡下，以臉書為

搜集資料的網路田野。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調查顯示，截至 2019 年底

臉書仍是台灣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平台高，使用率高達 98.9%，影響力

亦滲透各年齡層（聯合新聞網，2020 年 4 月 14 日）。本研究引用之

QSearch Trend 分析系統追蹤台灣超過 80 萬個公開粉絲專頁之臉書聲

量，雖因隱私權考量，資料擷取範圍無法觸及封閉性社團；但一旦討

論話題溢於社團之外，仍可窺見在公開社群場域之互動情況。同時，

若本身規模已擴大到媒體化的社團，如爆料公社由原本社團成立媒體

粉專，仍能夠藉此爬搜了解民眾對公社內內容的反應。 

從 QSearch Trend 集成關鍵字之臉書互動統計如表 1 顯示，首年

文章數為次年的 2.34 倍，互動數、按讚數、留言均隔年遞減；但分享

數卻是 2019 年較高（此與出現特殊事件有關，將詳述於後）。 

 

表 1：#MeToo近兩年在台灣臉書社群討論情況 

時間 文章 互動 按讚 留言 分享 

2017.12.01~2018.11.30 7,280 766,939 579,849 32,283 44,851 

2018.12.01~2019.11.30 3,015 377,284 280,556 31,887 76,5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由網路互動趨勢中，考量整體互動率、互動情緒數高低

（按讚或憤怒）以及敘事情節選定四個事件為分析節點，7 分別為

「台版#MeToo 驚現！女體操選手隱忍 15 年控教練性侵」（2018 年 3

月 10 日，互動數 33,642）、「囧星人坦言自己九歲時受到父親友人

的性侵與虐待」（2018 年 6 月 7 日，互動數 93,404）以及「吳可熙分

享 MeToo 運動啟發灼人秘密劇本創作」（2019 年 4 月 18 日，互動數

15,194）、「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維吾爾女性的證言」（2019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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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互動數 56,088），關鍵字趨勢圖如下圖 1、圖 2。 

 
圖 1：#MeToo關鍵字趨勢圖（2017/2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MeToo關鍵字趨勢圖（2018/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分析敘事如何跨媒介流動，亦以「#MeToo」為關鍵字，主要

從新聞資料庫「競業知識網——華文全媒體知識總匯」並參照中時、

聯合等個別新聞媒體資料庫，搜尋蘋果、自由、聯合、中時等四家新

聞媒體報導文本，從事件發生至 2019 年 11 月擷取總則數 363 則，其

中一般新聞 307 則，評論分析 56 則；以《蘋果日報》一般新聞報導

與評論／分析則數最多，其餘三報的數量差異不大（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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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平面媒體報導#MeToo新聞則數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聯合包含《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中時包含

《中國時報》、《工商時報》。 

 
上述涵蓋新、舊媒體之兩種資料，作為個案研究之主要分析依據

與範圍，以 Couldry & Hepp（2017）提出的物質現象學作為深詮釋學

之方法論，既看重巨量資料的影響力，亦重視關聯於意義詮釋的背景

脈絡；並由此接合敘事研究的若干概念，藉此探析此案例如何由傳播

形定之相關性框架、行動者雲集以及傳播實踐，交織跨媒介敘事的線

索與軌跡。 

 
三、個案研究發現 

本文援引#MeToo 事件作為解釋性個案研究（exploratory case 

studies, Davey, 1991），試以理論接合經驗來協助辨識問題，以上述

四個網路聲量顯著之敘事事件作為節點，對照傳統平面媒體報導文

本，描繪在台灣本土脈絡下之共享意義的動態敘事過程。 

 
（一）相關性框架挪動之流變 

#MeToo 由美國好萊塢掀起全球性反性侵、性騷擾運動，陸續延

伸 出 不 同 字 串 ， 如 美 國 的 #TimesUp 、 日 本 的 #Wetoo 、 韓 國 的

#WithYou，不僅受害者挺身而出，支持者也倡議相挺（黃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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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本研究取樣之關鍵事件來看，首年網路聲量最高者為「台版

#MeToo 驚現！女體操選手隱忍 15 年控教練性侵」；次年網路討論最

熱者則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維吾爾女性的證言」，顯示在 MeToo

主題下，其相關性框架由原本女性反性侵、性騷擾之對抗性別霸權的

題旨，轉移至新疆、維吾爾、自治之維權議題。 

QSearch Trend 網路聲統計之文字雲亦印證此種趨勢，2018 年臉

書社群平台的討論字詞（圖 4），從 MeToo 為核心，擴及女性、性

別、報導、受害、道歉、痛苦等；但 2019 年（圖 5）由 MeToo、女

性 之 外 ， 轉 移 而 出 「 MeToouyghur 」 （ 維 吾 爾 我 也 是 ） 、

「freeuyghur」（解救維吾爾）等新的網路標籤。 

 
圖 4：2018年臺灣MeToo關鍵字之網路聲量文字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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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19年臺灣MeToo關鍵字之網路聲量文字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首波臉書貼文互動高點為被稱為「台版#MeToo」的體操

選手控訴遭受教練性侵事件，受害者首先以匿名爆料方式，於「爆料

公社」臉書自訴隱忍十五年被教練性侵的慘痛經歷，文中詳細回溯昔

日承受的身體與心理受壓迫經驗，也陳明受到美國奧運金牌選手指控

隊醫性侵的促動： 

 
會講出來的原因，是我看到「美國體操界」的新聞，我

看到我的偶像出面指控隊醫性侵時的那種堅毅的眼神，我淚

流不止，我知道，跟我同樣受苦的人，還活在痛苦的深淵

（爆料公社，2018 年 3 月 10 日）。 

 
近年美國、英國等西方世界陸續揭發的大規模性侵事件之中，體

育界、演藝界都是重災區（李平，2017 年 12 月 1 日），但也因為越

來越多受害者站出來，形構猶如集體培力的動態敘事過程。以傳播形

定概念來看上引個案，#MeToo 運動經由新媒介實踐而建構出來的

「形定」，受害自訴經由新舊媒體分享而使受害者看見彼此。讓原本

身處權力弱勢「隱忍」的一方，在過程中產生認同與歸屬的情境性意

義，因而願意出面自訴生命經驗，累積可能撼動權力壓迫的內在動

能，集結為新的形定與權力均衡。但此些社群網路促成之「看見」背

後潛藏多少因認同理念而按讚、分享，再由演算法助長貼文曝光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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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召喚之參與，仍是「看不見」的連結力量；同時，串連亦不止於

線上虛擬空間，更跨媒介擴及實體社會行動。 

上述體操教練被控訴個案，在線上引起網友義憤，當日臉書相關

貼文按憤怒（angry）數達到 13,025 次；實體社會亦以線下行動回

應，如勵馨基金會於 4 月 21 日舉辦「多陪一里路  #MeToo 大遊

行」，接軌全球延燒的反性騷擾、反性侵運動，期盼終止性別

暴力（韋可琦、陳清芳，2018 年 4 月 3 日）。 

2019 年雖然貼文數與互動數均較前一年減少，但在歷時性效應

遞減趨勢下（如表 1），9 月逆勢出現網友互動高峰。這篇由「東京

自耕農」於個人臉書貼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維吾爾女性的證言」

的簡短貼文，分享轉貼講述維吾爾女子米日古麗．圖爾蓀以第一人稱

視角揭露在新疆再教育營的黑暗遭遇（東京自耕農 Leo’s Tokyo 

Life，2019 年 9 月 1 日）。此套短篇漫畫作品〈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私の身に起きたこと）由日本漫畫家清水ともみ於 Twitter 分享，

並在日本網路熱傳（抹茶仔，2019 年 9 月 3 日），自稱在日本工作的

台灣人「東京自耕農」也是轉述者之一，於臉書轉貼時加註#MeToo

以及 MeTooUyghur、FreeUyghur、新疆、自治等關鍵詞。促使逐漸遞

減的討論聲量再次突然竄起，相關性框架卻由原本反性侵之性別關

懷，延伸至揭發新疆再教育營之維權議題，亦觸發香港反送中的熱烈

討論。 

同年 11 月，《紐約時報》接獲長達 403 頁的文件，提供前所未

見的有關少數民族在新疆遭遇鎮壓的內幕，也是數十年來從中共內部

洩露出來的最大一批政府文件（德國之聲，2019 年 11 月 18 日）。隨

後，又揭露 24 頁文件，進一步曝光中國在新疆地區的鎮壓行動；顯

示過去三年裡，新疆地區有 100 萬甚至更多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

其他少數民族被拘留。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獨立非營利機構國際調查記

者聯盟對此進行調查，經過外部專家審查後，判定文件屬實（Ramzy 

& Buckley, 2019） 雖然無法論定此些揭秘行動與之前網路社群的

倡議擴散之間的關係，卻可看出一股由網路社群轉到主流媒體的跨媒

介敘事路徑；如 MeToo 運動一樣，均站在權力者對立面，只是反抗

對象轉移為中共政權。 

由 MeToo 轉移到 MeTooUyghur，亦體現 Schrøder（2017）定義

的閱聽人——自媒體（東京自耕農 Leo’s Tokyo Life）透過媒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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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社群平台）與符號內容（日本漫畫作品）雙重構連而來的參

與能力，在媒介景觀中施展權力。不只是從大型故事擷取自我感動的

故事消費，乃是接近東浩紀（2001／褚炫初譯，2012）描述的「大型

非敘事」的「資料庫」敘事。在這個由網路標籤集結之生命經驗資料

庫中，不同的閱聽人汲取不同的共鳴元素，挪動並更新其意義，堆疊

創造全新的擬像增值作品與敘述/再述/轉述經驗。 

 
（二）行動者雲集的意義連結 

在臺灣本地脈絡之下，該如何掌握行動者雲集的網絡中的意義連

結？以下藉由集體／機構行動者、名人效應辨識「形定的形定」以及

網路爆料交織出敘事創造世界之動態敘事過程，勾勒多重媒介邏輯以

及如何連帶產生新的權力均衡。 

Couldry & Hepp（2017）發展傳播形定概念時，從 Elias 的「形

定 」 （ figurations ） 延 伸 出 「 形 定 的 形 定 」 （ figurations of 

figurations），認為形定之間相互依存關係交織共享意義，作用有如

切換器的而產生關聯。在#MeToo 運動中，《時代》雜誌扮演類似此

種「形定的形定」角色，將原於社群動員的網路運動一舉而推到傳統

媒體雜誌封面的年度風雲人物，亦登上中時、聯合、自由、蘋果等臺

灣四家傳統紙媒的顯著版面。由下圖 6 顯示，此事件於 2017 年 12 月

連續出現在 11 則報導中，成為近兩年曝光數量最高的一月，報導多

半強調打敗川普、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點出其新聞價值。《時代》雜

誌自 1927 年起推出此年度專題已歷時 92 年，每年結果往往回應重

大社會趨勢。21 世紀以來，因網路提升群眾集結的速度和廣度，多

次以「群眾」為對象獲選，包括 2006 年以「你」（You）凸顯社群媒

體年代人人都可自由發聲的趨勢；2017 年藉「打破沉默者」盛讚

#MeToo 引領一場 50 年來以後最快速的文化變革（王穎芝，2019 年

11 月 19 日）。雖然根據 QSearch 資料顯示，此題並未引起在地網路

社群熱烈討論（互動數僅 4,297），但主流媒體報導卻猶如發揮定調

效應；不僅報導則數增加，分析後續報導亦發現，於運動關鍵性進展

如蔓延 85 國（國際中心，2018 年 3 月 17 日）或週年分析回顧（江

玟，2019 年 10 月 28 日）均再提及入選年度風雲人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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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灣四家平面媒體報導#MeToo則數與熱門新聞趨勢圖 

 
註： （1）本研究整理自蘋果、自由、聯合、中時等四家平面媒體報導。

（2）標示報導則數較多月份及當月 3 則以上之新聞標題，包括

2017 年 12 月獲選《時代》年度風雲人物 11 則；2018 年 3 月臺灣體

操教練性侵 7 則、台灣法官性騷擾輕判 6 則；2018 年 5 月涉性侵醜

聞諾貝爾文學獎停辦 3 則；2018 年 10 月美國準大法官涉性侵共 8

則；2018 年 12 月導演陳玉慧自訴遭性侵 3 則；2019 年 5 月灼人秘

密國際發光 6 則、美製片哈維斯坦 13 億求和解 4 則。 

 
《時代》雜誌用「人物故事」吸引大眾興趣，正是吳修銘

（2018）觀察「名人效應」的起點。他認為，在大眾文化時代，注意

力產業總是想辦法利用名人的力量，讓人產生 Horton & Wohl

（1956）提出「擬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遠距離親密

感，進而達到促成銷售的商業目的。此種名人效應進入數位媒介之社

群傳播年代，更是變本加厲。網紅或明星吸引點擊率，除了顯現為高

流量數字，更不可忽略背後臉書演算法推波助瀾的深媒介化效應。臉

書自 2009 年推出演算法之後屢次改變規則，但貼文受歡迎度

（popularity）迄今仍為主要決定排序的訊號之一（Cooper, 2020）。

若以「形定的形定」的觀點來看，一方面推文之高互動率匯集網路社

群的名人效應，二方面由演算法轉化來的網路聲量進一步帶來更多曝

光，益加轉化為共享意義的樞紐；除了流量變現的商業潛質，亦可能

因為「既是⋯⋯（身份），又是議題倡議者（自訴／轉述者）」，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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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意義連結的節點。 

從 Chatman 所言之「讀出」觀點來看，閱聽人因為「讀出」而貼

文分享自我經驗，之後被其他媒體轉貼擴大行動動能，再結合演算法

促成的連結，拓展故事串連迴路；於此亦進一步以「敘事創造世

界」，一方面建構的「世界化故事」，全球性侵、性騷擾受害者無畏

權力挺身而出，成為撼動父權與金權結構的「我也是」運動；另方面

也成就「故事化世界」，受害者看見彼此類同的被迫經驗，經由故事

促成個人行動的資源，隨之勇敢發聲寫下親身經歷，創造個人的歷

史。 

觀察此議題在臺灣平面媒體報導情況與線上社群傳播情況，顯示

主流媒體新聞報導較多者包括臺灣體操教練性侵案以及吳可熙創作

《灼人秘密》之線上互動率亦高，出現跨媒介串連溢散現象。但進一

步分析網路互動率，仍以原生於臉書自敘型貼文帶來網路聲量為高；

而網紅或明星知名度亦有助於啟動上述連結效應，例如本研究選取節

點之囧星人、吳可熙等貼文均為其例。 

2018 年創下高網路聲量的網紅囧星人自訴九歲受到父執輩性侵

的不堪往事。這篇「遲到的 #MeToo 自白」的 3,191 字臉書貼文中，

描述因一件新聞採訪困擾而無意間向伴侶透露童年被性侵經歷，伴侶

因此陷入重度憂鬱，心中每天重播受害場景，促使她決定公開： 

 
關於我自己的事，我不是沒有發出過求救訊號，在我的

第一本書收錄的《說不出口的傷與痛》開頭想要說三個故

事，最後只說了兩個，因為第三個故事的主角是我，當時我

還沒有勇氣說出口。 

我選擇要說出來，一部分原因是，在幫助其他人之前，

我必須拯救我的伴侶。如果這個秘密由更多人分擔，說不定

她的痛苦可以少一點。……更大的原因是，雖然我說不想曝

露受害人身份是我的一個堅持，但那何嘗不是我粉飾軟弱的

藉口？ 

在受害事件中，我沒有任何的錯，作為公眾人物反而可

能更應該表現出勇氣，否則我要如何讓人相信受害人放下怨

恨、活得堂堂正正、甚至……療癒他人、取悅他人，活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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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報章雜誌報導的「囧星人」？ 

所以我要說出來（囧星人，2018 年 6 月 7 日）。 

 
這篇貼文不僅在 FB 上引起囧粉的溫暖慰問與討論，本研究擷取

QSearch Trend 統計資料顯示，因為知識型網紅的名人效應，引起如

東森新聞、鏡週刊、女人迷、蘋果日報等網路媒體共 18 篇相關貼文

轉載。同時也使許多受害者「讀出」而說出隱忍已久的痛苦經驗。如

當天以下這則貼文回應： 

 
我哭著看完了，我無時無刻都在想，想要回到 14 歲那

年，⋯⋯我是在去年時跟母親坦承，但她卻選擇不相信！我

也不想在自己的臉書上『再』傷害自己一次⋯⋯14 歲那年被

男同學集體性侵，因為是明星學校，所有一切全被掩埋了！ 

#metoo（囧星人動態讀者回應，2018 年 6 月 7 日）。 

 
另有一位在臉書擁有 7.8 萬名追蹤者的「宅花媽媽」隨後公開她

幼年被親戚誘姦而導致長期陷入憂鬱之心路歷程（宅花媽媽，2018 年

6 月 11 日），串連接續性侵受害者自訴的故事世界。 

2019 年關於#MeToo 討論數降低，影人吳可熙在臉書分享在生涯

低潮看見 MeToo 運動因而啟發《灼人秘密》劇本創作（吳可熙，

2019 年 4 月 18 日）以及導演趙德胤隨該片參加坎城影展期間於臉書

貼出「你相信命運嗎？」（趙德胤，2019 年 5 月 25 日），又帶動新

一波網路聲量；只是上述文本由個人生命史談到 MeToo、談到創作以

及電影，將此一符號框架轉移至電影創作主題。 

影人吳可熙在個人臉書中細數在《再見瓦城》飾演由緬甸偷渡到

泰國之蓮青於影壇嶄露頭角，之後請她飾演外籍新住民邀約接踵而

來，因不願被角色框架而拒絕，竟整整失業一年。她開始上唱歌課、

舞蹈課、表演課，閱讀大量電影與文學作品填滿失業的空間。也在此

時，開始整理自己的筆記嘗試寫作與電影編劇。之後接到在電影《血

觀音》飾演美麗奔放的棠寧，卻又情境重演，希望她為藝術真正全裸

演出的邀約不斷，同樣不希望演出重複角色而拒絕，未料再失業一

年。因此投入大量時間進修、改寫創作劇本，也出現契機，而由演員

轉型為編劇的動力正來自於#MeToo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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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年 10 月，好萊塢爆發 Harvey Weinstein 長期利用

其權力地位霸凌處於弱勢女性的#metoo 事件。我很震驚也

極度好奇真正的始末，以及到底在「那個夜晚」發生了什麼

事情！於是我開始查閱和看每一篇美國的報導，以及所有勇

敢站出來的女性的所有文章和採訪，我覺得非常感動，以及

非常被激勵，這個運動不單只是在說權利濫用這件事，還有

鼓勵女性勇敢發聲，找到我們原本就擁有的力量，去完成我

們想要完成的任何夢想，不會因為我們是女性就完成不了，

everything’s possible！做完研究後，我快速地改寫了劇本，

完成了完整的《灼人秘密》（吳可熙，2019 年 4 月 18

日）。 

 
該文真實自述式的書寫，承繼「勇敢發聲」、「不被框限」、

「沒有不可能」等共享意義，觸動超過 1.6 萬次互動率，包括臉友

1,349 次的分享「行動」，進而帶入《灼人秘密》導演趙德胤撰寫 4

千多字長文之心情自敘，他在開頭寫道： 

 
「你相信命運嗎？」來自美國好萊塢某記者這樣問我！

《灼人秘密》從 2018 年 11 月 26 日殺青到現在，我接受了

上百個訪問。我幾乎在重覆回答及解釋關於「電影」的問

題：你為什麼拍電影？這部電影是根據哈維溫斯坦改編的

嗎？這是你想要呼應#metoo 運動嗎？你為什麼改變這麼

大？⋯⋯當重覆了圍繞著「電影」的問題數百次，而我也知

無不言、誠實地回答了數百次同樣的問題後，突然聽到這個

問題「你相信命運嗎？」我靜默了，我得花點時間，靜下

來…誠實認真地想想…（趙德胤，2019 年 5 月 25 日）。 

 
他自此深刻回溯由緬甸鄉下隻身來台而改變命運的生命經歷，當

然包括在試鏡中結識吳可熙並在電影路上成為革命戰友以及取得《灼

人秘密》原創劇本的經過。而從這兩個相互關聯的故事顯示，

#MeToo 集體反性侵的主題經過吳可熙的「讀出」，使她由演員走向

劇本創作之路，以電影而跨媒介延伸反性侵的「世界化故事」；導演

趙德胤將意義延伸到對命運的深層反思，從個人脈絡而創造自己的

「故事化世界」，主題雖轉移到電影創作，卻依然共享真誠、面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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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勇敢發聲等等自我生命敘事之內在意義，持續動態地以敘事創造

世界。 

統計 2019 年#MeToo 關鍵字 QSearch Trend 影響力分數排名，8 

排除新聞媒體外，除倡議新疆人權的東京自耕農名列第一，趙德胤與

吳可熙居於二、三名（見表 3）。從此種回應臉書演算法排序規則而

換算出來的「分數」，可窺見名氣不僅是他們所做之事累積的成果，

也成為啟動社群關注的專業資本。亦即，名人效應加上演算法促成的

高網路互動率，使得上述自我敘事轉化發揮「形定的形定」的連結效

應；不僅改變傳播形定的量尺，故事與意義亦隨之延展。綜上分析，

我們可發現傳播形定的意義關聯不僅由主題框架導引，亦需詮釋促成

連結之敘事情節，才能更為洞悉行動者雲集之意義流轉，顯明「故

事」如何動態交織的過程。 

 
表 3：2019年臺灣MeToo關鍵字之影響力排名 

貼文內容 影響力分數 來源粉絲頁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維吾爾女性的證言 

44,034.8 
東京自耕農 Leo’s 
Tokyo Life 

「你相信命運嗎？」來自美國好

萊塢記者這樣問我⋯⋯ 
3,942.5 趙德胤 Midi Z 

2015 年底，《再見瓦城》殺青

後，我整整失業了一年⋯⋯ 
2,965.4 吳可熙 Wu Ke-Xi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傳播實踐與閱聽人化相互作用 

這一場由社群網路發動的「社會運動」，在上述由故事連結的傳

播形定中交織複雜且高度脈絡化的傳播實踐，其採用的媒介整體

（media ensemble, Bausinger, 1984）取決於對媒介的選擇性。綜觀

#MeToo 運動關聯的媒介整體除了網路社群平台，平面紙媒、電影等

傳統媒體亦相互為用。上述之名人效應之外，在臺灣處理性侵害較隱

晦（余曉涵，2018 年 3 月 17 日）的脈絡下，也可發現一種逆向議題

設定的路徑——先在網路匿名爆料受到熱議，匯集「閱聽人動能」的

集體力量，再由傳統媒體揭露之跨媒介敘事過程之「閱聽人化」，例

如揭發體操教練性侵案，透過臉書超過兩百五十萬人的「爆料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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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社團公佈，形成「社群平台揭露－網民討論－新聞媒體跟進報導

轉述－繼續於網路討論」的傳述迴路以故事創造世界。 

成立於 2015 年的爆料公社創辦人劉尚文（化名）指出，爆料公

社社員遍佈全臺，每天平均 500 至 800 則貼文，留言天天都破萬則以

上。霸凌、肇事逃逸等等驚悚畫面隨時上傳，各大新聞每天幾乎均可

見取材自爆料公社的報導（賴妤翎，2015 年 12 月 28 日），經年累月

而來之爆料文化不僅帶來「平民近用媒體」現象，亦形成群體爆料的

特殊媒介景觀，各種聳動、新奇題材隨時可能挑動網民情緒（黃星

達，2017）。爆料公社形成之「閱聽人邏輯」亦影響臺灣新聞媒體報

導走向，猶如在複數的媒介邏輯之中增添「閱聽人動能」。此種媒介

邏輯亦被性侵受害者洞察而挪用，選擇爆料公社匿名陳述傷害敘事。 

主流媒體從網路爆料中找尋報導素材之個案不止於此，例如

2018 年一名 30 歲媽媽揭發抱兒子到衛生所接種疫苗，卻在診間遭吳

姓醫生的性騷擾事件。隔天她將不愉快經歷貼在地方社團臉書，文末

詢問：「請問有人和我遇到相同的事嗎？」網友紛紛抱不平，包括兩

位曾遭吳姓醫生同樣手法性騷擾的女性留言。這則貼文隨後被《蘋果

日報》以標題為「勇媽怒揭色醫掰腿 #MeToo 台灣女性不再隱忍」的

頭版頭條報導（曾佳俊、張貴翔，2018 年 7 月 23 日）。這則受害者

敘事同樣經過「上網自訴－網友討論－主流媒體顯著報導」的傳播途

徑；位於權力弱勢的一方通過網路社群媒體的傳播實踐，成功翻轉權

力位置，但媒體包裝為「勇媽」對抗「色醫」置於頭版封面故事，仍

可見媒介依市場邏輯的運作軌跡。 

除了爆料文化而來的網路與傳統媒體相倚共構閱聽人邏輯之動態

敘事過程之外，其媒介整體之內，主流媒體民意論壇亦為倡議者選項

之一。又以臺灣四大平面媒體相關報導最多之《蘋果日報》的評論分

析則數最多，論點角度亦多元豐富，總計 30 篇來自各界倡議者、支

持者之評論與投書，不乏長期關注性別平權的行動者身影，如勵馨基

金會（蘋果日報，2018.09.23: A26；2018.12.09: A17；2018.12.30: 

A22）、台北婦女新知協會（蘋果日報，2018.04.20: A22；2018.05.09: 

A14）均透過投書或專欄撰寫論述，無形中也使該報成為倡議者媒介

實踐的場域。 

媒體人張潔平藉由「蘋論陣線」專欄把中國版#MeToo 引介到台

灣人視野之中（張潔平，2018 年 10 月 6 日），她創辦內容創作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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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Matters》也成為受害者應訴的發聲渠道，正如揭發央視知名主持

人性騷擾而被反控侵害名譽的弦子在平台上的自述： 

 
我想對所有和我有類似遭遇的朋友們說，堅持一下，在

堅持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些柔弱而又善良的存在，要時

刻記住那些存在，用她們帶來的力量抵抗黑暗的吞噬。因為

「用溫暖驅散黑暗」，這個世界必須以這種方式才能運行下

去，我們每個人也必須盡自己的力量，發出自己的火焰（弦

子，2018 年 9 月 29 日）。 

 
由受害者心中發出的火焰，猶如點點星火，兩年多來持續在新、

舊媒介平台串連。也許是看到名人的生命故事起而發聲，也許是在人

生低潮中默默注意#MeToo 新聞發展而寫下《灼人秘密》劇本，無論

何時、何地，這場另類的社會運動穿戴著不同的媒介形式如湧浪般出

現。 

在我們身處的世界之中，像 MeToo 這樣的故事實存已成為開放

的故事世界，去中心化的敘事既發散又聚合。本文追尋媒介化傳播形

定以及形定的形定之連結，探看「#MeToo」如何透過跨媒介敘事情

節與故事創造世界，試以詮釋此類開放文本交織共享意義與過程。由

此發現，數位新媒體得以跨域連結的能供性，已為性暴力受害者培力

因而挺身而出成為行動者，以去中心化的受害者敘事，勇敢站在社會

權力的對立面。 

「#MeToo」此一符碼由英語世界外延到不同語系、跨疆界的不

同空間，並且隨時間延展被挪用至同樣對抗權力者的新疆維吾爾族維

權運動，呈現敘事創造世界的動態意義。但是，在台灣本土跨媒介敘

事過程中，仍然存在包括集體行動者與演算法催化的名人效應、網路

爆料等複數媒介邏輯，猶如「形定的形定」形構更複雜連結；透過

《時代》雜誌、自媒體網紅囧星人、知名導演趙德胤、影人吳可熙、

爆料公社等等，帶入多元異質之領域參與跨媒介敘事過程。 

傳播實踐則包含新舊媒介如網路社群平台、平面紙媒以及電影等

混媒性的媒介整體。此模式超越好萊塢以不同媒介形式形塑虛構故事

宇宙的營銷手法與意圖，而是行動者集結、流動性的大型非敘事樣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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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研究時間與篇幅，從網路大數據資料以立意抽樣選取四個

分析事件並與紙媒相關聯之新聞報導對話，僅進行大規模研究前的解

釋性個案研究，缺點在於難以獲致成熟結論（Davey, 1991），但將媒

介化構連敘事想像，以「#MeToo」在臺灣之意義建構為例，採用新

興傳播概念與大數據研究方法開展初探性嘗試，引借部分敘事研究之

分析視角，以豐厚媒介化概念詮釋性並實證於經驗研究，即為本研究

希冀達成之目的與價值所在。 

 

伍、小結 

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世界充滿故事、況味以及令

人好奇的情境，只等著被訴說。」（as cited in Cavarero, 2000, p. 

143）媒介化思潮近年不斷湧現的論著，恰似在媒介科技日新月異的

當 代 ， 以 概 念 ／ 論 述 的 流 變 （ becoming ） 解 釋 傳 播 / 社 會 流 變

（becoming），嘗試開拓傳播理論未能充分闡述之視野，其概念化過

程充分體現觸敏性的特徵。 

本文勾勒媒介化論點並聚焦於敘事如何隨著媒介與傳播形式的變

化而轉變，進而嘗試帶入部分敘事研究觀點相互證成，以#MeToo 跨

域在台灣開展的動態敘事過程進行個案研究，引證經驗分析之可行

性。綜合上述探討，初步歸結三點思考方向： 

首先，當社會日益交織在深媒介化的複雜性之中，媒介化理論不

僅關注於如何互動，更透視背後的傳播形定，其知識系譜上溯知識社

會學、過程社會學、形式社會學，並展現此一新興傳播思往社會學借

枝借火的學術企圖，突顯其朝向傳播接合個體與群體之社會文化脈絡

的全貌觀點，亦謀合社會學實踐轉向之思潮（Stern, 2003）。如傳播

形定以及後續提出的形定的形定概念均以學群之力共同進行理論建

構，以回應進入深媒介化時代的論述需要；其概念化過程汲取

ANT、社會現象學等思想，亦提供不同領域切入對話的可能。臺灣此

時若能匯集更多本土論述，應能接軌國際思潮並且裨益傳播研究創

新。 

另一方面，敘事研究取徑亦朝向關注過程以及「敘事創造世界」

（narrative worldmaking），因而「故事」不在再只限於線性的文本結

構中，而朝向超文本之微故事、平行故事、外圍故事或是網友自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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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多元情節（陳雅惠，2018）。人作為敘事動物（Fisher, 1984, 

1987）藉由數位媒介普遍近用，亦得以參與共構「世界化故事」與

「故事化世界」。此種由閱聽人「讀出」而來的開放敘事與動能，使

得媒介化與跨媒介敘事研究在閱聽人這一端產生視域交融的可能。例

如本文案例之非虛構、去中心、由下而上的非典型敘事網絡，採取傳

播形定取徑並與跨媒介敘事同存互參，不僅探討導引形定主題，亦從

敘事情節陳明其相互關聯，以此豐厚連結的意義詮釋，盼能藉此能充

實傳播形定概念的詮釋性。 

最後，若將「媒介化」視為「中程理論」（Hjarvard, 2013），其

理論發展至今，如傳播形定已概念化為可操作之研究取徑，得以探看

特定社會範疇的經驗現象，亦可跨領域進行理論對話。Livingstone & 

Lunt（2014）曾主張，將媒介化研究作為第二序的調查（second-order 

investigation），可與其他傳播研究者及跨學門學者合作，將其他領域

研究「作為磨粉用穀物放進媒介化研究的磨裏」，甚至媒介化可視為

「網路標籤」（hashtag），來標籤、蒐集與比較概念、主張與證據，

從而有相同研究旨趣的學者，藉此集合在「#媒介化」之下，共同跨

域探討日益複雜的媒介化世界。 

如#MeToo 此類由數位網路促成之社會運動，兼具媒介化傳播形

定的意義集結以及敘事創造世界的兩面特徵，無疑正提供豐富的經驗

場域，讓研究者得以藉此開展「媒介化與」跨媒介敘事對話；並不意

味媒介化與敘事研究現階段的理論資源難以自足，而是媒介無所不在

的社會本體變貌之下，讓兩者的討論產生聚合的機會，未來仍有待開

拓更多跨域論述的可能，本文僅是嘗試的起點，希望有助於在地媒介

化敘事經驗研究以及方法上的接續討論。 

 

註釋 

1 此段話出自猶太劇作家 Fischer , Greenber, & Newman，由 Metzger

（2007）於《Writing for your Life》一書引為開頭的話；數位敘事

學者 Lambert（2010）亦以此為起點，從猶太劇場源自口語傳統

（oral traditions）看待故事與生活以及社會文化脈絡緊密相連的精

神，重新思索數位敘事的意涵。 

2 與「mediatization」類似由傳播學界因應新媒介環境而重新定義的



84 中華傳播學刊．第三十八期．2020.12 

新 概 念 還 包 括 「 mediation 」 、 「 medialisation 」 、

「mediazation」、「remediation」、以及「mediatic turn」等等。

唐士哲（2014a）爬梳相關概念之後，將「mediation」譯為「中

介」，「mediatization」譯為「媒介化」，該文亦大致梳理兩個概

念流變以及趨近於媒介化論述。 

3 媒 介 化 此 一 新 興 傳 播 研 究 取 徑 近 年 仍 處 於 概 念 化

（conceptualization）進程，將之歸類為制度論、社會建構論傳統

（Hepp, 2013a; Couldry & Hepp, 2013）；或文化、物質以及建制

等三個觀點（Lundby, 2014）；以及引用 Blumer（1954）的概念

區分為限定性（definitive）與觸敏性（sensitizing）等不同取徑

（Jensen, 2013），均是媒介化概念化之不同分類表徵。 

4 形定（figuration）一詞由 Elias 在 1939 年在《個人們的社會》中

提出，在社會學的中譯較為常見的有「形態」、「形構」與「組

構」（張敦為，2009），此詞首次由傳播學者方念萱（2016）翻

譯為「形定」，似已兼顧交織與過程的意義，因此本文循此為中

譯。 

5 Livingstone & Lunt（2014）歸納出三個媒介化的理念型解釋

（ideal typical accounts）：（1）媒介化作為人類歷史進程之長期

（the longue durée）文化演進；（2）媒介化作為近幾世紀高度現

代性制度性權力之施行；（3）媒介化作為最近數十年數位時代社

會－科技的轉換，認為每一種取徑都召喚著進一步研究。 

6 QSearch Trend 為國內重要的社群數據分析系統，包括公視、台

視、大愛等媒體以及 CARAT 凱絡等媒體顧問公司均採用其系

統。本文除圖 3、圖 4 之文字雲以 2018、2019 年一整年為期擷取

資料，其餘資料以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兩整年為期比較，亦與平面媒

體搜集期間大致相符。 

7 本 研 究 在 QSearch Trend 設 定 的 兩 個 整 年 時 間 跨 距 中 ， 以

「#MeToo」為關鍵字搜尋，除篩選互動數量之外，在「互動情緒

時間軸」中，亦反覆點選各種互動情緒（包括 Like、Angry、

Wow 等等），隨後挑選顯著情緒互動高峰，再據以查看原文，選

定分析事件。 

8 QSearch Trend 影響力分數記算方式為，該粉絲頁所有符合搜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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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貼文（讚數 × 0.1 + 回應數 × 0.1 + 分享數），分數越高代

表該粉絲頁符合搜尋條件之貼文數多，或該粉絲頁影響力大。此

參數加重「分享」之權值，正回應演算法優先呈現高價值參與度

貼文的排序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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